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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浙江海洋渔业行帮组织研究 

白斌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浙江海洋渔业行帮的出现是渔业生产发展和竞争激烈的表现。与船帮、盐帮相类似，渔帮内部有严密

的组织体系。渔帮的地域分布与渔业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为了适应渔业发展，渔帮逐渐突破地域和行业的限制，

向渔业公所转变。以渔业公所为纽带，政府加强了对渔业行帮的控制，而渔帮的利益诉求也通过渔业公所向政府转

达，并获得认可。随着渔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渔帮的历史使命最终被现代化渔业公司和渔会所代替。在这一发展过

程中，区域地理位置的因素是其行帮组织演进的主要原因，而政府规范则为行帮良性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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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沿海区域发展最成熟的海洋渔业行帮组织，有关浙江渔业行帮组织还没有系统性的研究文章。晚清沈同芳在《中国渔

业历史》一书中收录了当时有关浙江渔帮和渔业公所的资料。
[1]
其后陈训正编纂的《定海县志》系统整理了浙江舟山地区有关渔

业行帮及渔业公所成立年代、分布及管辖船只等基本数据。
[2]
1937年，李士豪在《中国渔业史》一书中补充了渔团组织的内容。

[3]1983
年，张震东整合渔帮、渔业公所和渔团的资料，勾勒出整个渔业行帮组织的基本轮廓。

[4]
其后，直到 21 世纪初，在国家海

洋开发战略的号召下，学术界才开始关注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发展中的这一独特轨迹，但所出成果很少涉及到清代。
①
本文在充分

挖掘现有资料和文献的基础上，试图再现清代浙江渔业行帮的发展轨迹，并探寻其产生的原因。这不仅是一名史学研究者还原

历史的责任，更是构建当代有浙江特色海洋经济的借鉴。 

一、浙江海洋渔业行帮组织的初级形态—渔帮 

明万历二年（1574），巡抚浙江都御使方弘静向朝廷申请将浙江沿海渔民按船只编立甲首。
[5]558-560

此后，浙江渔民出海结对

捕鱼成为国家制度性的规范。当大队渔船共同出海捕鱼，面对汪洋大海的种种险境（如海啸和海盗），渔帮的出现就成为必然。 

明末渔民之间已有上下等级之分。[6]75-76渔帮出现后，等级制度更加分明，渔帮头目称为“总柱”。清代宁波渔帮的总柱，

有些是有官方背景的，甚至还有官阶，如维丰南公所下属渔帮的总柱陈巨纲就是拥有五品衔的生员。
②
总柱下面还有各散柱。

[3]39

在渔帮内部，总柱和散柱不用参与渔业生产，而且还有薪水和伕马开销，其费用由帮中渔民按期缴纳。
[3]35

 

从渔业生产可知，渔帮虽按地域区分，但其活动界限超过地域限定，如台州各帮渔船不仅到宁波镇海、舟山等地捕鱼，有

时还远赴崇明。
[7]901

同时，江苏、福建各帮渔船也会在渔汛期来浙江沿海捕鱼。随着渔帮规模扩大，其内部出现渔产品捕捞、加

工和销售的分工，这在宁波沈家门渔帮中表现最为明显。
③
由于捕鱼方法的不同，各渔帮在渔业捕捞中逐渐有了专业化分工，其

区别主要看渔帮所拥有的渔船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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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渔业生产多元化的过程中，浙江宁波定海渔帮走在了最前面。在 7个多元化生产的渔帮中，定海占其中 5个-7个渔帮中，

除高亭帮外，其余渔帮都拥有保存海鲜的冰鲜船和咸鲜船。这就意味着，其他生产单一的渔帮海上渔产品加工要受制于多元化

的渔帮。其中，岱山帮和沈家门帮拥有自己的陆上加工场地和渔栈，这使其在渔业产业中占据领头羊的地位。也正因如此，苏、

闽外省渔船所捕海鲜基本上都是在沈家门出售，沈家门港的渔业中心地位与沈家门渔帮的生产特点是紧密相连的。但就渔帮的

实力和影响力而言，并不受此限制。拥有 1200只墨鱼船的鄞县姜山饮飞庙帮庞大的数量，就使浙江渔团在编订章程中需要专门

辟出一条来规范。
[3]35

 

渔帮产生之后，对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和渔船出海作业的安全曾起到积极作用，而渔帮的集体化作业使浙江海洋渔业的行

业分工愈发明显。随着渔业竞争的激烈，各地渔帮纷纷以地缘为纽带，成立更加高级的渔业行帮组织---渔业公所。 

二、浙江海洋渔业行帮组织的高级形态—渔业公所 

就现有文献来看，浙江乃至全国最早的渔业公所诞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当时宁波镇海、定海各帮在鄞县双街成立了南

公所。渔业公所和渔帮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渔业公所是渔帮的高级组织，或者是其联合体，是渔业竞争日

趋激烈的结果。 

直至清朝灭亡（1912），浙江有年代记载的渔业公所共有 43 家，其中光绪十八年（1892）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15 年间

成立的就有 21家，占整个数量的一半，表明这一时期的渔业竞争较清初更为激烈。在沿海渔业公所中，有 7个是渔帮的联合体，

其中 4个是外地渔帮在宁波组建的公所。看来，要想在这个行业混下来，就需要联合，这点对外地在甬捕鱼船只更加重要。 

从区域分布看，浙江宁波地区的渔业公所主要分布在定海，其次是鄞县、镇海和象山。而定海岱山是渔业公所分布最多的

区域，共有 11 家。这 11 家中有专门捕鱼的协和、庆安等公所，也有负责加工的新老渔商公所和定岱渔商公所。如果说沈家门

是渔业销售中心，那么岱山就是渔产品最主要的陆上加工点，因为晚清宁波三个渔业加工厂家公所都在岱山。渔业捕捞、生产、

销售的区域分布可见一斑。围绕这两个区域中心的是朐山、珠山、尽山、高亭、象山等渔业销售集散地。 

不过，我们不能就此得出定海本地渔业公所实力和影响力的强大。最早成立的 8 个公所，镇海渔帮创建的有 4 家、奉化 3

家、象山 1家，而定海只能算半家（南公所为镇海、定海渔帮共同创建）。虽然光绪年间定海渔帮创建的渔业公所有 18家之多，

但是在渔产品加工和销售环节的 6 家公所中，定海只占了 2 家，而且全部在生产环节、销售环节由镇海渔帮组建的爵溪公所把

持。笔者以为，渔业公所影响力的大小，不仅与其数量有关，还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联系。相比定海而言，清代宁波镇海、奉化

等县的经济更为发达，这为渔业公所的扩张提供了很好的经济平台。当定海渔业公所在晚清如春后竹笋，蓬勃发芽时，镇、奉

等县渔业公所则朝利润更高的生产和流通方向转移。 

浙江渔业公所名称仍有以地域来命名的，但更多的已经突破了地缘限定，开始向更加符合商业文化和行业特征的方向转变。

其名称大部分都带有礼、义、仁、信、安、和、泰、丰等商业吉祥用语，给消费者突出的是一个文化品牌。还有些渔业公所是

按照行业分工来命名的，如新、老渔商公所就属于厂家，而钓公所是专门从事钓船捕捞的。 

渔业公所职能以往都是根据其他行业公所的资料来加以推测。2009 年，宁波市镇海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队在澥浦镇岚山

村海沙路碶闸桥发现有一块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的《勒石永遵》碑。该碑保存完整，高 2.7米，宽 1米，厚 0.15米，

刻有 807个字。碑首副题“署理宁波府镇海县正堂加三级记录十二次毕”，末款为光绪二十二年三月的告示。 

从碑文内容，我们对晚清浙江渔业公所的运转有了较为直观的了解。渔业公所的负责人为董事，其次为总柱。董事和总柱

都是由拥有较高文化层次的读书人担任，这样就便于和官府进行沟通，其与官府的联系比渔帮更加紧密。告示的出台过程是，

公所先拟定章程，经县府认可后颁布施行的。作为渔民生产的组织者，渔业公所对生产中的一些意外事件，承担一定的连带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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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并提出解决办法，以免影响正常的渔业生产。另外，渔业公所与其他行业公所一样，都承担了地方公益事业管理职能。不

过渔业公所的规定并没有硬性约束力，而只是行业性指导意见。此时的渔业公所，只是维系政府和渔民之间的一个中间组织，

对渔业生产管理和渔业秩序的维护更多是靠个人威信，而不是行会规定。因此，在政府强化对渔业管理时，仅仅依靠渔业公所

是不行的。 

三、行帮组织与政府部门的结合体—渔团 

关于渔团的内容，李士豪和张震东的研究都有所涉及，两人将渔团归入渔政管理机构。就全国而言，这一分类没有问题，

因为大部分地区的渔团领导是由政府官员担任。不过在区域史研究中，仍有商榷的余地。在浙江，渔团的组建由政府推动，但

实施主体是渔业公所和渔帮，这源于浙江地方渔业行帮势力的强大。就日后具体活动而言，渔业公所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而地方政府所做的是把渔团所有活动纳入政府管理项下而已。因此，浙江渔团更像是渔业公所的联合，是渔业公所的放大版。

其管理主要还是按照渔业公所的方式进行，但更具合法性。 

19 世纪中后期，中国出现严重的海防危机，如何动员沿海民众参与海防建设，成为清廷和地方官员非常关注的问题。光绪

八年（1882），两江总督左宗棠上疏朝廷，要求在江苏沿海州县渔民中创办渔团，获得首肯。随后，他任命苏松太道员为沿海渔

团督办，“设总局于吴淞口，设分局于滨海各县”。
[8]3960-3961

光绪十年（1884），清政府要求沿海各省举办渔团，浙江省即以大对渔

船帮永安公所董事华子清为渔团总董，“稽查渔民，编列保甲，给照收费，以供局中经费开支”。办了 9 个月，因华子清以渔团

经费办理本帮大对渔船的护洋工作，不顾其他渔帮的利益，各处绅士联名控告，渔团即撤消。
[3]33

同年三月，新任两江总督曾国

荃下令“上海道速撤渔团”，
[9]卷 185：590

其原因亦与渔团局人员扰累地方有关。
[9]卷 188：639

第一次江浙地区渔团的创建就这样取消了。

浙江渔团的创办由渔业公所负责，而曾国荃下令处分的渔团领导江涵秀是候补知县。从创建过程看，渔团建设需有政府指导，

但政府不能全权操办，否则就是另一个衙门。 

虽然清廷撤销了渔团，但地方对于渔团制度的探索仍在继续。光绪十九年（1893），王炳钧在浙江台州创办渔团局，“废司

营进出号金，并临海县渔商牌照”。
④
光绪二十一年（1895），朝廷再次命令沿海府厅州县及各防营编立渔团。

[9]卷 361：711
次年，浙

江巡抚廖寿丰下令宁、台、温三府所辖厅县于三月一律开办渔团。由丰南公所董事刘孝思拟订具体办法，经省府批准后立案施

行。 

渔团开办后，宁属渔团委员为毕贻策、胡钟黔、李炳堃和刘凤岗 4 人，其经费最初由宁波支应局提供，其后就按照渔团章

程向辖区渔民征收，征收项目主要是牌照费。
[9]卷 394:147

机构运行初期，渔团局的收入相对较多，除负担自身运行外，还有结余。 

从浙江渔团局的规章制度来看，浙江第二次筹备渔团过程更加成熟。廖寿丰虽将渔团纳入政府管理体系，但给予其极大的

自主权。就宁属渔团委员而言，毕贻策为当时的鄞县知县，
[9]卷 448：206-207

李炳堃隶属于浙江水师营，
⑤
而分局则由各渔业公所董事

兼理。宁波渔团局在宁波、镇海、定海、沈家门、蟹浦和石浦设置了分局，沿海各乡村及岛屿渔船较少处由渔业公所代办相关

事务。为保证渔业安全，宁波渔团局专门购买了大船作为护渔之用。除战时对沿海渔民的组织和动员作用外，平时渔团局主要

负责征收渔业相关赋税和护渔工作。 

从运行状况来看，初期由渔团公开向渔民征收费用，对于减轻渔民负担有些好处。但时日一久，积弊丛生。渔团中不办事

的“尸食者”越来越多，收入不敷开支。正如当时人们评论的那样：“所谓渔团，已失其原有之本意，而仅成为政府收取税捐之

机关，绅董索诈之工具而已。”
[4]32

而且，渔团从渔民手中收取的大量费用，其大部分并没有投入到渔业现代化建设，而是被地方

政府挪作他用。就台州海门渔团局而言，其剩余的护渔经费常常会划归政府办公及慈善经费项下。
[10]904⑥

 

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謇在商部支持下筹办江浙渔业公司和渔会，订购先进轮船，用西式方法捕鱼。
[9]卷 544：225

与渔业行

帮组织相比，张謇的渔会建设给浙江海洋渔业发展带来新气息。晚清民国时期，在政府支持下，浙江沿海渔会得到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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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传统行帮组织则逐渐衰败。江浙渔业公司的诞生既是晚清海洋渔业现代化的开端，也是浙江海洋渔业行帮退出历史舞台的开

始。 

四、影响浙江海洋渔业行帮组织演变的因素 

在对浙江海洋渔业行帮组织演变过程系统梳理之后，如果进行区域比较，我们会发现东南沿海浙、闽、粤三省都产生了渔

帮和渔团，但渔业公所几乎只存在于浙江。为什么清代浙江产生了如此独具特色的渔业公所组织？ 

首先，我们要考虑浙江的船制。与闽、粤相比，浙江渔船载重和桅杆数是比较小的。这除了政府对沿海捕鱼船只大小的强

行限定外，更深层的因素是浙江造船所需木材的短缺。明清两代，大规模的造船和战争，使浙江造船最主要的原料——木材消

耗严重。晚明时期，大批福建船只装载木材前往浙江销售。
[11]103-104

清雍正四年（1726），浙江巡抚李卫以“船料多产闽省”，提议

将浙江战船划归福建修造。
[12]57

以浙江造船业最集中的宁波、乍浦而言，其造船所需杉木，均“载自福州”。
[13]38-39

浙江木材的短

缺，使其造船成本大幅上升。就商船而言，浙江的造价比福建和广东高出很多，渔船的情况应该也相差不远。
[14]29

但一般小船，

“止需十数金，鄞、镇沿海之民，稍有本力者，一家制数只、数十只不等，出赁收税。”
[13]39

正因如此，当清廷对海洋渔船的大

小进行限定后，在实施过程中，来自浙江沿海渔民的阻力并不是很大。清代绝大多数时期，在浙江沿海游弋的大型渔船主要来

自福建。 

小渔船对渔业生产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除了不适合远洋捕捞外，还会导致渔船功能的单一。清代浙江一艘渔船，其

载员不超过 20 人，
[15]125

总吨位在 15-30 吨之间，
[4]112

这就意味其无法装载多种渔业生产设备。当渔汛充足时，就需要专门船只

来进行海上加工，渔业分工就此出现，而这一分工需要大量船只之间的合作。因此，渔业行帮组织的升级成为必然。相比而言，

闽、粤近海渔业资源并不丰富，渔民要想收获更多渔产品，就必须到远洋去捕捞。造船费用的相对低廉，使两省渔民倾向制造

船制较大的远洋渔船。
[1]28-31

而一艘远洋渔船可独立完成从捕捞到加工的全过程。总体而言，闽、粤渔船的独立性更强，而浙江

渔船作业需要分工合作。 

另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就是地理位置是浙江海洋渔业公所在向上游产业进化过程中的有利条件。浙江地处中国气温 0 度

线附近，这使浙江在使用江苏冬天储存的冰块来加工海鲜时，其出海作业不会受到海港封冻的困扰。浙江冬天丰富的渔汛，再

加上用冰成本的低廉，这使渔民和制冰厂都能承受夏天用冰带来的高成本。当大量海产品用冰来保鲜，由于口感的原因，会导

致消费群体的扩展，其结果就是冰鲜渔业销售市场的扩大，从而吸纳更多渔业人口向上游产业转移。在这一过程中，拥有雄厚

资金积累的公所无疑占据了优势地位。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舟山群岛海域虽是浙江海洋渔民赖以生存的天然“农场”，但渔业资源的丰富，导致沿海渔民自身没

有从事远洋捕捞的动力，这也是浙江缺乏远洋渔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大量渔船集中在近海捕鱼时，政府除了加强海上巡查，

扶植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渔业行帮组织，则成为历届浙江地方政府规范沿海渔民的必要措施。 

注释： 

①有关清代海洋渔业组织的文章有代表性的为：韩兴勇、于洋：《张謇与近代海洋渔业》《太平洋学报》，2008年第 7期。王文洪：

《东沙历史上的渔业公所》《中国海洋报》，2008年 1月 15日第 4版。 

②《勒石永遵》碑，2009年在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岚山村海沙路碶闸桥发现。碑文图片及内容见： 

http://baike.baidu.com/image/4d49700652e9b65902088184 

③如无特别说明，本文关于渔帮和渔业公所的统计数据和结论依据均来自于陈训正《定海县志》和沈同芳《中国渔业历史》。 

http://baike.baidu.com/image/4d49700652e9b6590208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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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⑤参见：项士元《海门镇志》临海市博物馆打字油印本，1988年。 

⑥该资料系复旦大学林盼博士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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